唐代节日特征述论

摘要：唐代是我国岁时节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经过唐人的传承、创造和参与享用，节日文化和节日生活呈现出新兴节日、新兴节俗迭起，狂欢色彩浓厚，户外活动频繁，宗教因素普遍存在，节假日广泛设置，胡风弥漫等时代特征。节日时代特征的出现是与整个唐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它既是唐代社会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其缩影和表征，还是影响唐代社会整体面貌的一个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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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节日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度，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岁时节日的萌芽，较为完整的岁时节日体系则在汉代初步定型，直到21世纪的今天，传统节日仍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代代相传并不意味着代代如此。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变迁的脚步，生发于、传承于社会环境中的节日也因而只能是在流动中不断变化的传统。受种种因素的作用，节日文化和节日生活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某一特定时代的节日文化和节日生活也总能表现出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殊性，而其中一些还往往因为变化较大而格外引人注目。在我国漫长的节日发展史上，唐代就是这样一个时期。

取隋而代之的大唐帝国，以雄厚的综合国力号称“海内雄富”
，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大唐是富庶安定的国家。农业发达，“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包括纺织业、陶瓷业、矿冶业、造船业等在内的手工业十分兴盛，商业繁荣。城市也迅速发展起来，长安、洛阳等都是国际性大都市，扬州、益州、广州、泉州、明州等也成为著名的经济中心、商业都会。此外，农村的集市贸易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时，尤其中唐以前，“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置开远门，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户计一千余万，米每斗三钱。丁壮之夫，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不赍粮。奇瑞叠委，重译麇至。人物欣然……”
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
大唐是开放的国家。在国家强盛的社会背景和大有胡气的民族背景之下，唐朝人有着其他朝代人所难以匹敌的纳异胸襟。诚如鲁迅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在官方，建唐伊始就推行全面开放的对外方针，对于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采取较为平等的态度，所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甚至法律中也充分体现了对外来人员的尊重和优待。如《唐律疏议》就明文规定：“‘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各依本俗法。”
此外还大量任用外族人担任官职，欢迎各国来唐经商、留学、传教，允许异族间通婚。当时，来唐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将大唐帝国的文化带回本国的同时，也将本国的文化引进了大唐帝国。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等，源源不断地流入，为时人所采借吸纳。而在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唐是佛、道、儒三教并存的国家，其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儒道释的烙印。儒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唐代，它仍然是朝廷施政的理论依据，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道教则因与李唐统治者的特殊关系而颇受重视，它所宣扬的神仙思想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佛教也广为信奉。上起天子、官僚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信佛者蔚为大观。

在上述时代环境之中，经过唐人的传承、创造和参与享用，节日文化和节日生活成为唐人社会生活中最为绚丽多姿、令人神往的部分，并呈现出以下几个时代特征。

（一）新兴节日、新兴节俗迭起

唐建国前，一个相当完整的岁时节日体系早已形成。根据大约成书于六世纪中期的《荆楚岁时记》
的记载，当时流传于荆楚地区的节日至少已有元日、人日、立春、正月十五、正月未日、正月晦日、二月八日、春分日、社日、寒食、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四月十五日、五月五日、夏至、伏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八月一日、八月十四日、秋分、九月九日、十月朔日、冬至日、十二月八日、除夕等。
而几乎所有上述节日，都能在唐人生活中找到它们的影踪。毫无疑问，唐代承继了前代的节日传统。而且它所承继的，并非仅仅节日的名称，还包含着关于节期、主要节俗活动，乃至前人对节日、节俗活动来源的解释等种种习惯性规定。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创造了新节新俗，使得“新兴节日和新兴节俗迭起”成为唐代节日的重要特征。
根据文献资料，有唐一代，至少出现了皇帝诞节、道诞日、中和节、清明节、八月十五等多个节日。皇帝诞节乃于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创设，八月癸亥，“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
唐玄宗“自我作古”，在自己的诞辰设置节日，实为开先河之举，这一举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后的多代李唐皇帝，乃至李唐以后各个朝代的皇帝，亦纷纷设置诞节，纪念自己的生辰。如唐肃宗的天成地平节、唐文宗的庆成节、唐武宗的庆阳节、唐宣宗的寿昌节、唐懿宗的延庆节、唐僖宗的应天节、唐昭宗的嘉会节、唐哀帝的乾和节等。即便某些皇帝的诞日不以节名，也仍和诞节一样放1天或3天的假期，并从事朝会献寿、宴饮、歌舞等各种活动。

关于道诞日，开元二十五年（737）十月敕云：“诸州玄元皇帝庙自今以后，每年二月降生日……一例设斋。”
天宝五载（746）二月，太清宫使门下侍郎陈希烈又上奏，要求将其定为假日：“谨案高上本纪，太圣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即大斋之日，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
这一建议得到皇帝的首肯，道诞日由此成为唐人的法定假日。
中和节乃德宗贞元五年（789）新置，《唐大诏令集》载有当年正月颁布的《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敕》，谓：“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咸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诚洽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之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
从此，中和节和皇帝诞节一样，作为官方建构的节日进入整个国家的岁时节日体系。此外，迄今仍然堪称“大节”的清明节和中秋节也在此时诞生了。

除了新节日外，传统节日也出现了许多新兴节俗，像元日悬幡、上元踏歌、寒食扫墓等等。新兴节日和新兴节俗的迭起，既是唐人创造力的表现，又更加丰富了唐人的节日生活。
（二）狂欢色彩浓厚
如果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解释“狂欢”，那么它应该就是“纵情欢乐到发狂”，这是特定情境中一种放纵的、情绪颠狂的、身心高度愉悦放松的行为方式和状态。对于任何朝代的俗民个体来讲，人生中都会经历一些狂欢的时刻，比如朋友宴饮，比如在婚庆、寿庆等人生仪礼的重要场合，但集体狂欢却总在节日之中。只是并非所有的节日都是狂欢节。事实上，一个时代能称为狂欢节的节日寥寥无几。但唐代不同。在唐代，如果不是所有的节日，那也是大多数节日都具备了狂欢的性质，包括那些在前代以禳灾驱邪为旨归的诸多节日，如上巳、寒食、端午、重阳、等。

上巳节本是祓禊求洁、招魂续魄、拂除不祥的日子，充满了巫术意味，但到了唐代，“佳人祓禊赏韶年，倾国倾城并可怜。拾翠总来芳树下，踏青争绕绿潭边。公子王孙恣游玩，沙阳水曲情无厌。”
巫术意味在欢乐氛围笼罩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恣游玩”、“情无厌”。寒食节因纪念被火焚死的介子推而兴，人们在节日里因惧怕神灵发怒而“莫敢烟爨”，甚至出现老少不堪禁火冷食之苦而“岁多死者”的现象，节日凝重悲凉的气氛可想而知。但到了唐代，人们除了拜扫坟墓外，在这个节日里做得最多的就是宴集饮酒，郊游踏青，蹴鞠拔河，荡秋千，放纸鸢，甚至在扫墓的场合也“复为欢乐，坐对松檟，曾无戚容”。再如端午节、重阳节和除夕，据学者研究，也都源于避瘟免灾的目的，同样信仰色彩浓厚，但到了唐代，这些色彩也都淡化殆尽，本为送瘟的龙舟竞渡演化为热烈的体育运动，吸引了众多人的参与和观望：“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本为免灾的登高则成为“移坐就菊丛，糕酒前罗列，虽无丝与管，歌笑随情发”
的娱乐良机

由此我们看到，上述这些曾经处于凝重、诡秘、禁忌多多的宗教信仰氛围中的节日，这些人们身处其中曾经不得不谨小慎微、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生怕动辄得咎惹祸上身的节日，到了唐代已全部成为可以放歌纵酒、郊游野宴、游戏玩乐、尽情享受现世美好的日子。而它们并非唐代狂欢节的全部。“酿酒迎新社”、“萧鼓赛田神”的社日，“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的清明、“今夜月明人尽望”的中秋，无不带有鲜明的狂欢色彩。至于正月十五这个“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的非常时间，其狂欢的色彩就更加浓厚了。在京城长安，“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
在洛阳，“美人竞出，锦障如霞；公子交驰，琱鞍似月。同游洛浦，疑寻税马之津；争渡河桥，似向牵牛之渚。实昌年之乐事，令节之佳游者焉。”
扬州一带，“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甚至地处边远的凉州一带，亦是“灯影连旦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委”
，热闹非凡。

所有这些节日，虽然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名称，但人们都可以乘机喝酒游戏，放歌跳舞，徜徉于山水之间。而酒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特的物质，“它和欢乐者结为良友，为悲伤者视为知己；它让失意者超脱，更让得意者放达；它给灰色的社会增辉，更给苦涩的人生添彩；它给寂寞者以安慰，更给孤独者以温暖；它给凡夫俗子以现实的欢愉，更给骚人墨客以惬意的诗情……”
游戏也令人趋向于最悠闲的境界，“在游戏活动中，人总是快乐地、情绪高昂地表达自己的热情和精神气质……甚至连身体都摆脱了世俗的负担，和着天堂之舞的节拍轻松摇动。”
至于歌唱舞蹈山水，同样能够令人进入一种暂时忘掉生活负累、如梦如幻、身心自由的狂放状态。于是，“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等一幕幕醉心醉形于山水之间酒肉之间歌舞之间游戏之间的情状成为大唐社会最亮丽迷人的风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在诸多节日中狂欢不是哪一部分人的专利，狂欢是全民性的狂欢，也就是说，人们不分贵贱，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城乡，不分职业都参与其中，寻欢作乐于其中，并普遍享受着节日带来的身心愉悦、情绪颠狂。唐代节日文献中屡屡出现的“倾城”、“家家”、“士女纷委”等字样，无不是全民性的反映。我国传统社会是个上是上下是下等级规范严格、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社会，但在“倾城”、“家家”里，我们看不到日常规范中十分强调的阶层等级，在“士女纷委”里，我们看不到日常规范中对女性参与公众活动的管制与压抑。这种“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的“全民性”，正是对日常规范的反动，也是唐代节日狂欢性格的重要表现。

诸多节日中的全民性的狂欢，洋溢着唐人对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热切追求。因为惟有对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热切追求，才敢于不断掀起全民狂欢的热浪；诸多节日中的全民性的狂欢，又是唐代社会相对自由、宽容的表现，因为惟有社会相对自由和宽容，才会允许它的成员不断掀起全民狂欢的热浪。在充斥着束缚人性限制自由的纲常名教的中国历史上，节日中狂欢的唐人们，犹如高擎着火炬的“自由女神”，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三）户外活动频繁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社会活动都是一种空间化实践，节日活动自不例外。通常来讲，家庭是日常生活的中心，是人们的私人空间；家的一堵堵墙壁为活动于其中的人树立了一道道有形的屏障，从而将家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与此相应，户外则是公共空间，是开放的空间，是社会可视空间。节日活动在户内进行，意味着可能在同一时间里所有社会成员参与一定的节俗活动，却由于空间上的隔离而无法形成众多人的“共同在场”，彼此难以相互影响，节日的热闹程度便会大打折扣。节日活动在户外进行，则不仅意味着活动参与者走进公共空间从而形成众多人的“共同在场”，而且意味着活动及其参与者都是可视的，活动也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允许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客观地说，唐代以前和之后，都有不少节日活动是在户外进行的，比如先秦时期春季的河边祓禊，汉代的驱傩，南北朝时期端午节的田野踏青，明清时元宵节的观灯走桥，等等；但从来还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像唐人一样在那样多的节日里那样普遍地走出家门，走向大自然，到户外开展活动。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稍稍看一下相关资料就可明晰。立春要东郊迎春，人日要外出登高；正月十五要到街头看“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妓杂歌偏胜，场移舞更新”；正月晦日则“衣冠杂沓，出城阙而盘游；车马骈阗，俯河滨而帐饮”
；中和节同样“选胜宴会”；上巳节里，“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清明寒食节，“金络马衔原上草，玉颜人折路傍花。轩车竞出红尘合，冠盖争回白日斜”
。而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八月十五的欣赏月色，重阳节的登高野宴，除夕夜的驱傩仪式，亦无不在户外举行。在同一时间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从封闭的空间走向了开放的空间，从自我的后台走到了自我“表演”的前台。
“肉既饱，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谣者进，有舞蹈者作，皆诚激乎中，章乎形容。”
为数众多的人的“共在”，使得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每一个人都是表演者，同时也是观察者。节日的繁华和热闹就在这表演、互动、观察和被观察中形成了。

（三）宗教因素
普遍存在

由于李唐统治者们出于政治和信仰需要而对佛、道的大力扶植，以及佛教、道教职业人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而对上层统治者和社会民众的主动争取，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造成了极大影响。节日生活和节日文化中也普遍存在着宗教因素，这一方面体现在一些原本为宗教集团重视的日子已成为百姓普遍参与的节日，甚至被纳入国家假日体系；另一方面体现在不少传统岁时节日里出现了具有佛、道教色彩的习俗活动。

就第一方面而言，主要有二月八日、二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等。其中，二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源于道教，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源于佛教
。以源于佛教的节日为例，伴随着“佛教征服中国”
，到了唐代，它们均成为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日
，普通民众十分广泛地参与到节日活动中去，与僧众一起营造着节日的盛况。

张弓先生曾在《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一文中，充分利用敦煌文书资料对于唐代当地二月八日的节俗活动进行过讨论，指出敦煌一带以二月八日为行像日，并将该日的种种行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为准备阶段，“从正月中下旬起，敦煌都僧统司下辖的营设司和诸寺，便忙于雇请博士修治佛的塑像和画像，请工匠造作菩萨头冠，召集女人缝制幢伞；与此同时，民间信众组织的行像社也开展活动，在社众和信众中选拔确定担佛、拽佛、擎佛、助佛等人夫；二月六日起，各寺燃灯，揭开节日的序幕；二月七日，僧官巡视道场，最后检查行像准备情况；营设司造帖，为行像日通告各界。”第二阶段为行像阶段，二月八日这天，“僧俗官员齐集道场行法事；各色侍佛人抬着释迦牟尼和菩萨塑像，擎举绢画佛像，自北门出发，巡行街衢；百姓临街瞻仰，至道场散施祈福。当日，敦煌官署踏歌助兴，寺院举行赛天王法事；事毕，备酒饭劳问行像社众及侍佛人”。第三阶段为善后阶段，“二月九日，收拾佛像、佛衣等仪仗，赏赉出力师僧，饮馔慰劳诸色侍佛人”。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从二月八日“行像”活动的准备到善后的整个过程，其间都有民众的广泛参与。
 一般俗众对于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活动的参与，亦是如此。《太平广记》所载“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
，建业瓦官阁里“士女阗咽”均可为证。
而且此时的七月十五中又杂进了道教的许多因素，不仅节日中道教徒们参与并组织中元斋会等活动，甚至节日名称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源于道教的中元日
或中元节所取代。据统计，《全唐诗》所收诗歌中涉及七月十五这个节日的，题目或内容中含有“七月十五”、“七月半”、“盂兰盆”等字样的诗歌仅一两首，而含有“中元”、“中元日”或“中元节”字样的有20多首，其中有些反映了当时富含道教色彩的中元节的流行。如戎昱有诗《开元观陪杜大夫中元日观乐》，又卢拱有诗《中元日观法事》云：“四孟逢秋序，三元得气中。云迎碧落步，章奏玉皇宫。坛滴槐花露，香飘柏子风。羽衣凌缥缈，瑶毂辗虚空。久慕餐霞客，常悲习蓼虫。青囊如可授，从此访鸿蒙。”
诗中的三元、玉皇宫、槐花露、柏子风、羽衣、瑶毂、餐霞客等词语均反映了节日中的道教色彩。

就第二方面而言，不少传统岁时节日的习俗活动此时也带有了佛、道教色彩。如正月十五，当时多被称为上元日，就体现了道教色彩。同时它又颇具佛教意味。如崔液有诗描写上元夜燃灯的盛况：“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
诗中的神灯、佛火、百轮、七宝等，无不彰显出浓厚的佛教色彩。同样，元日、端午节、重阳节、皇帝诞节、春社、秋社等节日也不乏佛道的印迹，节日饮食的素食化便是其中一例。

据《文昌杂录》载：“唐岁时节物，元日则有屠苏酒、五辛盘、咬牙饧，人日则有煎饼，上元则有丝笼，二月二日则有迎富贵果子，三月三日则有镂人，寒食则有假花鸡毬、镂鸡子、子推蒸饼、饧粥，四月八日则有糕糜，五月五日则有百索粽子，夏至则有结杏子，七月七日则有金针织女台、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则有点炙杖子，九月九日则有茱萸、菊花酒糕，腊日则有口脂、面药、澡豆，立春则有彩胜鸡燕、生菜。”
其中提到的节日饮食无一不是素食。而开成五年（840）四月中书门奏请以六月一日为庆阳节时，还专门说：“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后，便令以素食宴乐，惟许饮酒及用脯醢等。”
皇帝赏赐大臣的节令食品也为素食，如白居易《社日谢赐酒饼状》中有“蒙恩赐臣等酒及蒸饼、糫饼等”的记述。
即便一些节日中食肉，也往往只是干肉，即所谓的“脯”而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尤与佛家的斋戒关系密切。
早在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就颁示诏书：“释典微妙，净业始于慈悲；道教冲虚，至德去其残暴。四时之禁，无伐麛卵；三驱之化，不取前禽。盖欲敦崇仁恵，蕃衍庶物，立政经邦，咸率兹道。……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关屠宰、杀戮、网捕、畋猎，并宜禁止。”
正月、五月、九月，正是佛家的三长斋月
。此后，唐代的多位皇帝都曾下过类似诏敕：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敕云：“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

（天宝）七载五月十三日敕文：“自今已后天下每月十斋日不得辄有宰杀。”

（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二十九日敕：“三长斋月并十斋日，并宜断屠钓，永为常式。”

（德宗）建中元年五月敕：“自今已后，每年五月，宜令天下州县禁断采捕弋猎，仍令所司断屠宰，永为常式。并委州府长吏严加搦捉，其应合供陵庙，并依常式。”

（文宗）开成二年八月敕：“庆成节，宜令内外司及天下州府，但以素食，不用屠杀，永为常式。”

（宣宗）大中五月敕：“寿昌节天下不得屠杀。”

（哀帝）天佑元年九月敕：“乾和节，文武百寮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说斋，不得宰杀，许酒果脯醢。”

从上引文献看，与佛教斋戒密切相关的禁断宰杀渔猎的敕文，或者涉及三长斋月并进而涉及时处三长斋月中的元日、端午节和重阳节，或者涉及每月的十斋日
，或者涉及三元日，或者涉及皇帝的诞辰，对节日食物大有影响。因为禁断宰杀渔猎必然意味着节日中不仅佛教徒们而且皇帝大臣、普通民众都无法吃到鲜鱼鲜肉，也必然导致节日食品会以素食为主，深刻地影响着唐人的节日饮食结构。
（四）节假日的广泛设置

至少从秦汉时代起，我国就有了国家公务人员休假制度（休沐或和告宁）。虽然这一制度在不同朝代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包括休沐假、事假、病假、赐假和节假几类。就节日放假而言，应该从汉代就开始了。如《后汉书·礼仪志》所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不过，唐以前，节日放假并不普遍。普遍地以节日为法定假日，是从唐代开始的。

日本学者丸山裕美子曾在《唐宋节假制度的变迁——兼论“令”和“格敕”》
一文中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唐宋时期节假制度的变迁，这里仅引用唐代节日部分。

	
	开元七年令
	开元二十五年令
	元和令
	格、敕

	元日、冬至
	7日
	7日
	7日
	

	寒食通清明
	？
	4日
	5日
	7日

	玄元皇帝降诞日
	
	
	3日
	1日

	今上降诞日（诸庆节）
	
	3日
	3日
	1日

	腊、夏至
	3日
	3日
	3日
	

	正月七日（人日）
	1日
	1日
	1日
	

	正月十五日（上元）
	1日
	1日
	1日
	3日

	正月晦日
	1日
	1日
	废止
	

	二月一日（中和）
	
	
	1日
	

	春、秋二社
	1日
	1日
	1日
	

	二月八日
	1日
	1日
	1日
	

	三月三日（上巳）
	1日
	1日
	1日
	

	四月八日（佛生日）
	1日
	1日
	1日
	

	五月五日（端午）
	1日
	1日
	1日
	

	三伏（初、中、末）
	1日
	1日
	1日
	

	七月七日（七夕）
	1日
	1日
	1日
	

	七月十五日（中元）
	
	1日
	1日
	3日

	九月九日（重阳）
	1日
	1日
	1日
	

	十月一日
	1日
	1日
	1日
	

	十月十五日（下元）
	
	
	？
	1日？

	立春~立冬
	1日
	？
	1日
	

	节假总天数
	41+？
	43+？
	51+？
	


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根据开元七年令，还是根据开元二十五年令，唐代节假日的总天数都超过了40天；若根据元和令，节假日的总天数甚至超过了50天，堪称我国官吏休假制度中的创举。这种普遍以节为假的做法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唐代以后各朝，节假制度成为国家公务人员休假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祠部重新厘定官员休假制度，规定：“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伏、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一日。”
又如元代，规定元正、寒食放假三日，冬至二日，端午、中元、重阳、十月一日、立春、立秋各一日。

节假日在唐代的广泛设置，肯定并强化了过节的正当性，同时也保证了俗民尤其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俗民有了过节的时间。
（五）胡
风弥漫
唐朝是胡风胡俗弥漫的时期，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间，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拜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
而元稹的《法曲》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胡食、胡妆、胡音、胡俗在唐朝社会中盛行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的状况。“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节日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特殊点，更是胡俗弥漫的时间和场合。
节日里，唐人可以听到“胡人叫玉笛，越女弹霜丝”，
可以看到胡舞的动人场面：“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绮墀。神飙猎红蕖，龙烛映金枝。垂带覆纤腰，安钿当妩眉。翘袖中繁鼓，倾眸溯华榱。燕秦有旧曲，淮南多冶词。欲见倾城处，君看赴节时。”
而皇帝诞节里，宫廷中往往举行百戏表演，其中亦不乏胡人的参与。据《杜阳杂编》记载，唐敬宗生日，

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物甚厚。

这个石火胡就是“来自中亚石国的竿伎艺人或他们的后裔”。而其中的“踏浑脱”又名“泼胡寒戏”，原本出于西域康国。

胡食也成为节日饮食。以胡饼为例，日本僧人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记载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节，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胡食、胡乐等似乎只是被利用于唐人的节日场合，节日里弥漫的胡风并未对节日体系、节期、节日的阐释等造成根本性影响。不仅如此，许多在唐的“胡人”还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在过节方面体现出与唐人的一致性。比如登州文登县（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是新罗人的一个定居点。生活在这里的新罗人在保持本国节日传统的同时，便受到了唐人节日文化的影响。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赤山村的法花院，常住僧众约30人（均为新罗人）。他们在过本国的八月十五节的同时，也过唐朝的冬至、除夕、新年等节。开成四年十一月九日，“冬至节，众僧相礼”。十二月“廿九日晚头，此新罗院佛堂经藏点灯供养，别处不点灯。每房灶里，烧竹叶及草，从突出烟。黄昏、初夜、后夜、寅朝礼佛。后夜，诸沙弥、小师等巡到诸房拜年。贺年之词依唐风也”。又开成五年（庚申年）正月一日，“礼佛了，便于堂前，众僧同礼拜，更互参差，不依次第”。

考虑到胡人与唐人杂居、胡汉通婚现象的普遍存在，能够既保持本国或本民族节日传统又深受唐人节日文化影响的应该不止于生活于大唐境内的新罗人。事实上，在唐代，我国的节日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

结 语

综上所述，我国岁时节日发展到唐代大致呈现出以上几个特征。正是这些特征的共同存在，使唐代节日整体上呈现出不同以往，也不同以后的面貌，也使得唐代在整个中国节日发展史上的地位突出出来。我们以为，节日时代特征的出现是与整个唐代社会的安定、富庶、开放、创新、崇尚个性、宗教多元并存等时代特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的安定让人们拥有过节的心情，富庶让更多的时间消费和物质消费变得可能；开放、创新、崇尚个性令唐人可以继承原有节日传统的基础上“自我作古”，建构新的节日，推出新的节俗，并把节日与休假制度广泛联系起来；可以在节日场合吸纳采借异文化要素（胡风胡俗），为我所用；可以走出户外，把自己置入可视空间；宗教多元并存使得节日、节俗也具有多元宗教的色彩。因此，唐代节日呈现出来的特征是唐代社会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唐代社会特征在节日方面的体现，或者换句话说，唐代节日特征是唐代社会特征的缩影和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是可以通过对唐代节日中洋溢的欢乐、祥和、热闹来认识大唐气象，认识大唐帝国之繁荣的。
不仅如此。事实上，唐代节日还以其呈现的特征，成为影响唐代社会整体面貌的一个重要变量。一方面，它以年复一年不断出现的节日确立了唐人张驰有序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秩序，并以充满娱乐色彩的多种节俗活动丰富着时人的日常生活，生产和维护着唐人的社会关系，培养其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其生活热情和生命意识，并凭借为人们提供与他者集中并广泛交流沟通的场合而使人们对异己文化的认知、理解、比较和吸纳成为可能，从而有助于纳异胸襟和创新精神的养成。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社会走向盛世所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唐人从上到下是如此热衷于过节，如此耽于享乐，又不能不对生产活动造成一定影响，元稹就曾对楚人为了竞舟娱乐而置生产活动于不顾的做法进行过抨击：“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雠。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君侯馔良吉，会客陈膳羞。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而元稹的抨击及抨击的现象都并非个例。范祖禹就曾严厉批评过唐玄宗对“千秋节”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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